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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有效性与边界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中，从现场式的文学批评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人们一直在努力寻

求一种高效且可靠的阐释，希望能够迅速抵达研究目标的本质，但事实常有违人愿。当我们作出

了一个个看似有效的阐释，甚至形成某些具有共识性的文学史观念之后，各种“再解读”又给人

们提供了诸多新的理解空间，譬如有关“红色经典”的再解读，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文学思潮的

再解读，汪曾祺小说的再解读，《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具体作品的再解读，等等。尽管我们

要承认，有些“再解读”未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审美视野或文化内涵，只是动用某些现代理论重

新解析了研究对象而已，但大多数“再解读”确实为我们展示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思考维度，同时

也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某些既定的文学史观念。其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 ：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该书中的十多篇文章，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对 20 世纪

有效阐释的边界
——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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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学阐释必须从作品出发，让阐释主体与作品之间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才能获得

理性意义上的说服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思潮研究中，有些论文要么在

参照目标的选择上不够严谨，要么在作品择取上缺乏整体意识或以偏概全，导致阐释的

有效性值得怀疑。文学阐释的多样性与作品的开放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微妙的博弈。作

品的开放性并不意味阐释的无限性。阐释的边界既包括作品本身，也包括附着于作品内

外且影响作品内涵的诸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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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以来的一些文学创作进行重新阐释，摆脱了以往工具论或历史意志论的思维局限，确实给

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种“再解读”是否合理，或者说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作为一种审美意义

上的文化阐释，它无疑是有意义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强调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正取决于它的阐

释空间。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能够获得人们的“再解读”，既表明其拥有让人反复“重读”的潜质，

也说明其能够不断激活人们的阐释欲望，就像《红楼梦》衍生出“红学”一样。正因如此，近些

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涌现出各种“再解读”，以至有学者将之视为一种“再解读思潮”，

并认为这种学术思潮沿着“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三条路径，开始对 20 世

纪 40 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进行了别样的阐释。①但是，面对这种不断涌现的“再解读”现象，有

一个问题已无法回避 ：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的阐释主体、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无穷

无尽的解读？如果文学存在一定的边界，那么这种边界在哪里？

这是一个看似空泛的问题，却又是一个文学批评的原点问题，甚至内在地规定了我们进行“再

解读”的某些基本原则。在张江先生看来，阐释并非没有边界，它必须获得公共理性的接受和认

同，有效阐释的边界由多个元素决定，如“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

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②等。阐释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公共理性的认同之上，而公

共理性既受制于文本与作者意图的约定，又具有动态性的变化特征，因此，阐释的有效性在某种

程度上又具有开放性特征。

将阐释的有效性落实于公共理性，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细究之后，有两个问题仍然值得

推敲 ：一是很多文学作品借助情感共鸣而产生影响，并不一定具备深刻的理性意义，在阐释上很

难聚焦于公共理性，像严羽的《沧浪诗话》、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所涉及的诸多精妙阐释，都

立足于接受主体的感性体悟，无法诉诸明确的理性 ；二是公共理性的基本内涵并不容易约定，因

为文学作品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必然会导致不同的阐释主体得出不同的理性认知，而且这些认知

都具有公众认同的基础。譬如针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一直延续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阐

释和评判。因此，真正意义的文学阐释可能是“层累的”，即不同时代的人们基于不同的阅读感

受和个人思考进行“再解读”，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文学史，均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阐释就没有边界，它的边界应该以具体作品为限。也就是说，阐释必须从

作品出发，牢牢立足于作品来进行分析和判断。无论作家创作还是文学史定位，都必须立足于具

体作品，从中寻找阐释的路径。作品（不是文本）隐含了作者的审美意图，同时又以开放性姿态

延伸到各种非文学领域。当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以萨德的小说来讨论人类的虐恋问题时，我

们很难判断这种非审美的阐释是无效的，因为它立足于作品的人物言行，且从人性层面探讨了人

类学问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觉得有些阐释是无效的，主要是因为这些阐释要么从各种理论出发，

将作品仅视为某些理论的注脚 ；要么从主流观念出发，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展示主观性的判断 ；

要么以偏概全，用少数极端作品来取代整体性阐释。这样的阐释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理由，丧失

了应有的说服力。

关于阐释的有效性与边界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不妨将 20 世纪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相

关研究作为例证，重新梳理一些阐释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说明科学而有效的阐释应从具体作

品出发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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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的参照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个人化写作”思潮，主要体现在三个写作群体中 ：一是

以“晚生代”为主要阵容的写作群体，代表人物有韩东、朱文、刁斗、张旻等“断裂事件”的

主角 ；二是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为代表的女性小说家群体 ；三是以“民间写

作”为主的诗歌群体，代表诗人有沈浩波、伊沙、尹丽川、朵渔、侯马等。这三个群体彼此交叉，

在写作上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强调身体欲望，自觉疏离宏大叙事，突出日常生活中个体生存的

意义，因此被学界命名为“个人化写作”思潮。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这一思潮确实存在一些极

端化的情形，如卫慧、棉棉的小说对本能欲望的展示，沈浩波、尹丽川、伊沙等诗人推行的“下

半身写作”，都体现出某种感官化的审美倾向。但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作品都试图重建日常

生活中的个体生存价值，让文学重返世俗意义上的“人学”轨道。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普通

个体，他们的生死爱欲、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与某些世俗伦理的对抗，一直是这些作家孜孜以求

的审美目标。

这种“个人化写作”思潮，刻意剥离了个体的社会群体属性，让人物回到个体可控的生存领域，

揭示他们在自我精神空间中理性或非理性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这一思潮拓展了当代文学对于现

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度思考，展现了个体的世俗欲求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抵牾，也折射了创作主体对

于个体生活多元化的内在诉求 ；另一方面，它又割裂了人的群体生存属性，将人还原为纯粹的独

立个体，导致个体的诸多行为无法形成共识性的情感关联，使一些读者产生排斥心理。但在具体

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针对这一思潮的很多阐释并不是依据具体作品的分析，而是从先在的观

念入手，即作者先确立一些自我阐释的参照目标，然后针对这种自我设立的参照目标进行理论言

说，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仅以少数作品作为点缀，由此形成了各种难以令人信服的判断。

首先是集体叙事的参照。“个人化写作”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概念，主要是

因为人们将它先在地放置于“集体 / 个人”的语境之中，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范式。

既然要表明“个人化写作”思潮的独特性，证明这种思潮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作用和价值，学界

总是不自觉地将以前的文学创作概括为集体性叙事或代言式写作。因此，我们看到，在大量的阐

释中③，人们认为，这种写作思潮是对以前集体化写作的一种自觉反抗，其核心依据，除了陈染的《私

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等少数作品之外，便是几篇创作谈，包括陈

染的《陈染自述》和林白的《记忆与个人化写作》等。因为在这些创作谈里，作家们明确提出了

个人长期被集体遮蔽的生存处境，所以被学界反复征引。

我对这种阐释的有效性一直持怀疑态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

一是集体叙事并非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主要叙事，至少在 80 年代中后期，集体叙事已

经开始急速衰落。在诗歌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第三代诗歌”的崛起，从“非非”“他们”到“莽汉”，

由这些民间诗歌群体所构成的第三代诗人之所以高喊“PASS 北岛”，就是为了反抗诗歌创作中

的集体意志，意欲重返真实而普通的个人，像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在

小说方面，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再到后来的先锋小说，都是

在重建个人化的自由生活，特别是后来的“新写实小说”，更是彰显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世

俗体验。可以说，它们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学主潮，被人们称为“中国文学的

第二次启蒙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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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集体对个人的遮蔽，在本质上是强调集体观念高于个人欲念，推崇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原

则，鄙视或取消个人的世俗生存欲望。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中也并不突出，像叶兆

言的“夜泊秦准系列”、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神鞭》、苏童的《妻妾成群》《妇女乐园》等女性

系列，以及《红高粱家族》等新历史小说，都在集体性的宏大叙事中充分彰显了普通个体的世俗

情怀，集体意志对个体生存的遮蔽显得微乎其微。先锋文学则完全摆脱了集体叙事对个体的钳制，

成为作家探讨个体生命非理性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黄泥街》、洪峰的《极

地之侧》、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余华的《现实一种》等，都是如此。到了新写实小说，普通个

体的世俗生存在创作中获得了进一步弘扬，甚至成为合法性的叙事目标，像刘震云的《塔铺》《新

兵连》《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等，已看不到集体对于个体的遮蔽，只有

个体在现实生存中左冲右突。

三是作家的创作谈，其实只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思考，未必拥有多少严谨性，也未必具

有科学性，只能是阐释的参照物，不可能也不应成为阐释者在论证过程中的核心依据。但在“个

人化写作”研究过程中，人们总是将作家的创作谈作为重要依据，以此确立自己的判断。表面上

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创作谈与实际创作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很多作家的创作谈都

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考。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创作谈与其作品相距甚远的作家，不乏其人。

因此，所谓“集体叙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阐释者自我设定的参照目标，并不符合文学创作

的客观现实，由此来确定“个人化写作”思潮的特殊性，显然是不科学的。

其次是消费文化的参照。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社会结构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消费文化自然成为人们热议的目标，尤其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引发的媚俗文化问题，就被视

为消费文化的一种典型形态。在“个人化写作”思潮的讨论中，不少学者似乎顺理成章地将消费

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目标，推演这一思潮如何体现了消费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不少

论述均将一些作品中个体生命的感官化书写，直接视为个体私密欲望的汇展，或者将一些有违世

俗伦理的两性叙事认定为取悦于读者的窥视心理，其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世纪末卫慧和棉棉的小

说创作。

我对这一参照目标同样持怀疑态度。消费文化对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 20 世

纪 90 年代的社会转型期，从最初的“文人下海”、文稿拍卖，到《废都》《白鹿原》引发市场喧

嚣，绝大多数作家或多或少受到了消费文化的影响。“个人化写作”中的很多作家，更多注重个

体生命的内在体验，并不熟悉消费文化的市场特征，他们的作品也没有获得太大的市场（除了卫慧、

棉棉的小说），特别是像“晚生代作家群”里的韩东、朱文、刁斗等，以及陈染、林白、海男和

徐小斌的小说，根本看不出迎合读者接受心理或寻求市场运作的特征，因此说他们是通过身体体

验或个体欲望的兜售，意欲迎合消费文化市场，无疑有些牵强。像江腊生的《个人化写作与市场

消费》、徐肖楠的《迷失的市场自由叙事》等论文，都以消费文化作为参照，质询“个人化写作”

思潮的审美动机，虽然在某些方面也不无道理，但在总体阐释上难以令人信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参照目标的引导下，“个人化写作”很容易变成个体隐私的贩卖，呈现出某些低级趣味的

审美格调，而这与“个人化写作”本身所强调的个体生存意义构成了内在的悖论。

再次是欲望本能的参照。在讨论“个人化写作”思潮过程中，还有不少阐释聚焦于一些作品

的欲望书写，认为这种欲望书写带有个人体验的极端性，是以自我欲望来张扬生命个性。从这一

思潮的具体创作来看，确实有不少作品涉及个体的欲望，包括金钱和肉体的双重之欲，如韩东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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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朱文的《我爱美元》、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我的情人们》、何顿的《我们像葵

花》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等，均集中笔力揭示被压抑的身体欲望。因此，有

学者明确论道 ：“无论是邱华栋、何顿等人笔下的疯狂追逐物质欲望的都市经验个体 , 林白、陈染

等人笔下的袒露自身性心理成长、性压抑、性变态的性欲经验个体，刁斗、韩东等人的男性中心

语境下的欲望个体，还是卫慧、棉棉诸人的表演性个体，文学没有进入人物生存处境的分析和阐释，

而是停留在张扬个性的高蹈姿态层面。”④应该说，这种从作品出发的阐释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个人化写作”思潮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欲望书写，并不是一种突兀的、“为欲望

而欲望”的叙事，而是与个体的日常生存、生命体验有着密切关联，甚至是个体世俗欲求的基本

范式。在书写个体的日常生存时，几乎所有作品都会不可避免地触及“欲望”，这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如果就欲望展示而言，此前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废都》《羊的门》等作品，与“个

人化写作”中的作品相比，或许更显突出。当然，当这一思潮发展到“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时，

情况确实变得更复杂一些。

无论进行怎样的阐释，就文学研究而言，都离不开必要的参照目标。但参照目标的选择必须

是审慎、严格的，有着文学史意义上的科学依据，才能确保阐释沿着准确的轨道前行。如果随意

确定某些参照目标，或参照目标本身就缺乏学理依据，那么阐释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影响。“个人

化写作”的相关研究在选择参照目标过程中，无论是集体叙事、消费文化还是欲望书写，就其文

学史的发展境况而言，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必然影响了其中部分阐释的说服力。

以偏概全的判断

由于参照目标本身缺乏必要的学理性，有关“个人化写作”思潮的一些阐释，总是或多或少

地存在某种缺憾，从而影响了阐释的有效性，导致最终的判断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在很多反

思性文章中，人们对于“个人化写作”思潮都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主要原因就在于，论者以先

在的观念确立了某些带有价值导向性的参照目标，然后推导出各种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判断。

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阐释和判断的价值，因为在文学阐释的层面上，“片面即深刻”并

非完全没有道理。同时，本文的任务也不是为了辨析“个人化写作”思潮研究的内在局限，而是

借此考察文学阐释本身的有效性和边界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阐释本身的问题。为阐释而阐

释是不存在的，阐释的目的是推导出判断。在文学阐释中，无论人们强调审美功能、教育功能还

是文化认知功能，都必须从作品的内在肌理出发，辨析其中蕴藏的内涵，最终作出属于自己的价

值判断，从而体现阐释者的审美创造和个人思考。

如果进一步细究“个人化写作”思潮的相关研究，很多判断带有否定性或批判性，除了上述

参照目标有失学理性之外，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论

者对这一创作的整体性把握不够，以偏概全，要么将概念以小换大，将群体阵容缩减成少数作家，

然后以少数作家的创作表征整体思潮的特点 ；要么对作品研读挂一漏万，阐释中只是取己所需，

刻意回避不符合自己判断的作品。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核心概念互换导致阐释内涵的变迁 ；二是

借助一些极端书写的局限进行总体性评价。这两个主要问题，都是在阐释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思维

错位，也可以说是逻辑问题。

在核心概念的阐释中，有些论者不是立足于“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内在创作诉求，而是从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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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出发，将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身体写作等重要概念彼此置换。这种情形在讨论陈染、林白、

海男、徐小斌等女性写作时尤为明显。如有学者就认为，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个人

化叙事，在本质上就是“私语化叙事”，即“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的远离了

政治和社会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是独自站在镜子前，将自

我视为他者的审视，是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喃喃叙述’，是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⑤。

而禹权恒的《“身体写作”的症候式分析》、宓瑞新的《“身体写作”在中国的旅行及反思》、贾雪

霞的《“个人化写作”反思》则将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和身体写作完全混杂在一起，使“个人

化写作”的讨论直接变成了有关身体写作的阐释。尽管这些阐释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将

它们视为“个人化写作”思潮的一条阐释路径，会发现其中隐含了欲望兜售和隐私贩卖的媚俗结论。

事实上，只要认真剖析她们的一些小说，像陈染的《私人生活》《站在无人的风口》《凡墙都是门》《嘴

唇里的阳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海男的《蝴蝶是怎样变

成标本的》《坦言》《男人传》《花纹》、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

你两周半》等，就会明确看到其中个体生命体验与私语化之间的距离。不错，她们的作品排斥了

个体在社会性、公共性上的价值取向，明确张扬个体生命的内在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将创作引向

了私人化的精神空间，以个体生命的欲望体验来展示自身的审美情趣，但是从私语性、身体性方

面对这类写作进行阐释，无疑舍弃了这些作品所隐含的反抗性和解构性倾向，非常容易得到隐私

展览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对本能欲望、

另类生活的极端性书写，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文学思潮的基本特质。无论是卫慧、棉棉的欲望书写，

还是诗歌创作中的“下半身写作”，抑或后来出现的“木子美现象”，只是一种世纪末的文化现象，

折射了新一代写作者内心“影响的焦虑”，他们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代表“个人化写作”

思潮的整体面貌，也很难触及“个人化写作”的某些本质特征，尤其是“个人化写作”对个体生

活完整性的内在诉求。但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针对这一文学思潮，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动用这

些极端性作品为例证，由此推导出难以令人信服的判断。应该说，这种以偏概全的阐释在我们当

代文学研究中经常出现，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阐释者受制于自身的阅读视野和阐释方式，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阐释者在整体意识方面的匮乏。真正有效的阐释，必须对研究目标中各类作品形成全局

性的把握，在丰沛的作品分析中呈现思考，进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当然，要完美地解决以偏概全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一种阐释都只是通往本质的途中，

不可能获得终极意义上的精确性。阐释主体、阐释对象、接受主体这三者内部以及它们之间，永

远存在微妙的博弈。这种不确定性给阐释的确定性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

以放弃确定性的追求。反思“个人化写作”思潮的相关研究，我们也要承认，一些阐释尽管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们的目标都是试图探讨这一思潮的确定性本质。事实上，在跟踪研究这

一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我也同样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说，参照目标的可疑和以偏

概全的阐释策略，也是我在阐释过程中一直试图克服的重要障碍。就我个人而言，“个人化写作”

不仅体现了作家内心的平民化价值立场，而且在表达策略上恪守理性与感性的双向演绎，致力于

将个人的异质性、独特性放在首要位置，强调从个体经验切入特定的历史与生活内部，将个体生

活的完整性作为写作的起点，显示出世俗生存中的多元化审美特征。它既隐含了中国文学的言志

传统，也折射了现代人对身与心、人与物相统一的精神诉求。尽管“个人化写作”有时会以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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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欲望书写，让习惯于日常伦理观念的人们感到不适，但这种书写主要还是一种解构性的表达

策略，就像王安忆当年的“三恋”那样，未必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

余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它不是对日常交流语言的简单套用，而是借助各种修辞手段形成自

有体系的符号系统，它的开放性与阐释主体的多样性，构成了文学阐释的不确定性。针对某一

部作品，阐释的开放性可能是有限的 ；然而针对某种文学现象或思潮，针对某一段文学史，这

种阐释的开放性会更宽更广，不确定性也将变得更加明显。从上述对“个人化写作”研究的梳

理可以看到，阐释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作品解析之上。只有从具体作品出发，让阐释的主体与

作品之间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或者说构成一种主体间性，这种阐释才能获得理性意义上

的说服力。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将作品仅视为一种纯粹的文本不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

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如果将作品视为单纯、被动性的客体，那么我们只需要技术主

义的解剖和阐释，没必要集纳那些附着于作品内外的其他因素，包括作者的主观意图、作品的

时代语境及民族的文化伦理，也很难多维度地把握作品所承载的审美内涵。然而，文学终究是

为了传达人类对于人的生存及其可能性状态的体察与思考，它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

且更是人类文化变迁的路标。没有“鲁郭茅巴老曹”等杰出作家的作品，我们对于 20 世纪中国

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将很难描述。同样，如果将“个人化写作”思潮中某些极端性书写仅视为

一种个体隐私或欲望的汇展，忽视它们对现实伦理的尖锐质询，对个体世俗欲念的某些合理吁求，

对人的完整生活的重新审视，那么我们的阐释可能更加缺乏效度。从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到

后殖民主义，这些文化批评轻松摆脱了技术主义的文本批评并广为文学研究者所认同，道理可

能也在这里。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品的开放性并不意味阐释的无限性。阐释的边界，既包括作品本身，

也包括附着于作品内外且影响作品内涵的诸多元素。无论这些元素有多少，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看

到它的限度。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个特殊的主体，既不是神秘主义的存在物，也不具备永无边界

的阐释空间。“阐释本身是人类理性行为，超越于表层的感性、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非理性范畴，

它必须以确定性、真理性追求为己任，为对自然、社会、人类精神现象的确当理解和认识开辟广

阔道路”⑥，这是文学阐释基于科学范畴的本质属性。然而，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我们如何遵

循这种理性的科学准则，确实是一个难题。

注释 ：

① 刘诗宇 ：《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文

艺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② 张江 ：《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

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0 期。

③ 相关论述很多，如王冬梅的《从启蒙到世俗的文学转

型——兼论“个人化写作”的文化意义》（《山东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 期）、罗振亚的《“个人化写作”：通往“此在”

的诗学》（《中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 1 期）、周晓燕的《当

代文学的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北方论丛》2001 年第 2

期）等，均以集体叙事或公共话语作为论述的参照目标。

④ 江腊生 ：《姿态表演 ：20 世纪末个人化写作的审美冲

动》，《中国文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⑤ 郭春林 ：《从“私语”到“私人写作”》，《文学评论》

1999 年第 5 期。

⑥ 张江 ：《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阐释的边界讨论之

二》，《学术月刊》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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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 Hermeneutics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History
Cheng Guangwei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big vision of “public reason of the times”, the small vision of “public 
rationality of literature history research” is more important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ers. 
Hermeneutics has its boundary. Before interpreting a work, critics should underst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when the work is published, such as the climate of the times, the trend of the literary world, 
the contradic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the reason why the writer chooses this subject 
matter, the life situation and the thoughts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etc., rather than make a subjective 
judgment based on preconceptions. Public r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criteria to test the limitation and 
infinity of hermeneutics. Under this premise, “author’s intention”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ich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research.
Keywords: hermeneutics; validit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public reason

The Boundary of Effective Hermeneutics
——Taking the Research of “Personal Writing” in 1990s As an Example

Hong Zhigang
Abstract: Literary hermeneutics must start from the works and make the hermeneutics subject and 
the works form an equal dialogu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obtain rational persuasion.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 writing” in the 1990s, some papers are either not rigorous in the choice of reference target, or 
lack of overall consciousness in the selection of works, or generalize in a partial way, which leads to the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hermeneutics. There is always a delicate game between the diversity of 
literary hermeneutics and the openness of works. The openness of works does not mean the infinity of 
hermeneutics. The boundary of hermeneutics includes not only the work itself, but also many elements 
attached to the work and influenc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k.
Keywords: hermeneutics; validity; boundary; personal writing; reference target

What does “Hermeneutics” Interpret
——On the Possibility of “Deep Hermeneutics” as Phenomenology

Zhang Renzh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ese hermeneutics research has a deep thought on the subject and activity of 
hermeneutic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as the third dimension of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 object 
receives less attention. Text or language is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hermeneutics. But is the hermeneutic 
object merely text or language? With the help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rammatical hermeneutics ” 
and “psychological hermeneutics ” in western hermeneutics, we can investigate the hermeneutics object 
behind the text or language, namely experience.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experience 
as the ultimate hermeneutic object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experience,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mitation and the infinition of hermeneutics. On this basis, a cross-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deep hermeneutics”, which is understood and expa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can become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Keywords: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 object; experience; deep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Analysis of “Human Rights by Virtue of Ancestry”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u Yong

Hu Jian
Abstract: Although the article “Human Rights by Virtue of Ancestry: A 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riginating from Consanguineous Rationality” seems to be based on history, the author 
cuts off the section of history to construct the so-called “consanguineous rationality” and “Chinese 
rationality”, which is not only incorrect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but also illogical in terms of 
argumentation. it take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socie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ut much of the 
evidences are other scholars’ views and materials on the historical Chinese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it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at “ancestral human rights” is a kind of so-called “consanguineous rationality” 
and “Chinese rationality”, which reminds the reader of the “Theory of Descent” and “Theory of 
Origin” once endowed by political rationality in China, and the chilling tragedies they caused in China 
are still fresh in one’s mind. Professor Xu opposes “ancestral human rights” with the “natural rights” 
advocated by Western Enlightenment. However, a careful historical review reveals that the so-called 

“ancestral human rights” based on the ancestor worship is formed by connecting the emperor worship, 
heaven worship and ancestral worship with the royal power and monarch power. In other words, “mandate 
of heaven”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and all human order and 
power have been stamped with the deep imprint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under it. 


